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12 月 第 23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Dec. 2022, 23(6):76–87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2.06.009 

大学生村官能改善中国乡村治理吗？ 

——来自 CRHPS2017 的微观证据 

崔宝玉，肖瑶 

（安徽大学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已近 15 年，其政策实施效果需要被检视和讨论。利用 CRHPS2017 的数据，从服务

供给和民主管理两个层面考察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学生村

官对乡村治理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但其影响具有局限性，只能够显著增加村服务供给，却无法推进基层

民主化进程；大学生村官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深受乡村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等的影响，在有特色产业村庄、姓氏结

构较为单一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供给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大学生村官能够通过政治联结

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增加村服务供给，但囿于服务期限较短、实践经历缺乏等原因，无法通过村集体增收机制增

加村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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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improve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Micro evidence from CRHPS2017 

CUI Baoyu，XIAO Yao 

(China Research Center on Rural Issu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olicy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 for nearly 15years,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needs to b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Using data from CRHPS2017, this thesis tests the impacts and 

mechanisms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policy on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from the two levels which are service 

supply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have played a certain degree 

of promotion effect on rural governance, but their influence is limited, and they can on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upply 

of village services, but cannot promote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democratization. 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has an inverted "U" shape to the village service supply. The more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the better, but 

too many will reduce the level of village service supply.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on rural 

governance is deeply affected by r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on the supply of village services is more obvious in villages with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villages with a single surname structure and villag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can increase the 

supply of village services through political linkag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but due to the short service period 

and lack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y cannot increase the supply of village services through the village collective income 

increase mechanis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an empirical tes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policy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and also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improving the policy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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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后农业税时代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的

客观要求，中组部在总结各地尤其是江苏省、山东

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 2008 年出台了《关于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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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正式

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引导大学生村官投身乡村建

设与治理，由此大学生村官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

经过了政策实施的普及阶段（2008—2014 年）与完

善阶段（2014 年—），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至今已

经近 15 个年头，大学生村官已成为中国乡村治理

重要的第三方力量。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全国在

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超过 10 万人，2018 年，累计人

数达到 47 万余人，大学生村官在村两委中的任职

比例已经超过 20%[1]。以江苏省为例，截至 2014 年

底，全省共有在岗大学生村官近 1.5 万人，其中，

有 8965 人担任村两委以上职务，占在岗大学生村

官人数 61.76%，有 1205 人担任村两委正职，占在

岗大学生村官人数 8.3%。可见，自从 2008 年大学

生村官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经过连续多年的推

进实施，作为乡村干部的储备群体，大学生村官已

深刻嵌入“村民—村两委”的传统二元体制之中，

一定程度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和逻辑，重构了乡

村治理体系与格局，推动了乡村治理由“硬治理”

向“软治理”转型与发展。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全面实施引发了政学两界

的广泛舆论期待，但实践中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

效果到底如何？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真能改善

中国乡村治理吗？梳理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效果

评价的相关文献发现，既有研究形成了支持肯定、

怀疑否定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持支持肯定型观点

的研究认为，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对改善城乡二元

格局、完善乡村治理具有重要意涵。从国家意志层

面看，大学生村官能够巩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

础，推进农村政治生态系统转型，增强政府在基层

的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国家涉农资源的有效与精准

投放[2]。而从村庄层面看，大学生村官作为脱离村

集体利益相关组织的第三方主体，能够避免村两委

成员及村庄精英利益结构固化，避免集体经济的寻

租隐患[3]，一定程度实现村民自治与村级治理行政

化之间的平衡，并推动以村委会为代表的乡村治理

主体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然而，持怀

疑否定型观点的研究却认为，由于大学生村官存在

角色冲突、激励不足和赋能有限等问题，作为后农

业税时代上级政府嵌入的新型代理人，大学生村官

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钱德洲和刘祖

云[4]指出，我国农村社会长期具有“熟人”社会特

征，大学生村官的设立忽略了“国家逻辑”与“乡

土逻辑”之间的衔接，导致大学生村官陷入政策意

图和社区情理之间的两难困境以及“自治”与“他

治”的双重冲突。而且，大学生村官政策还存在明

显的激励悖论，政府往往意图通过“离村”来鼓励

其“留村”，导致大学生村官服务期限短、角色过

渡性质强，难以像本土干部一样扎根农村基层[5]，

嵌入式制度所带来的“外来政治个体”身份也使得

他们难以获得来自上级政府与乡村社会的赋能与

支持，掣肘乡村治理的转型、重构与现代化进程[5]。

可见，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不仅

未得到一致性结论，还存在严重的观点纷争。 

从研究方法看，既有文献主要通过实地调查、

理论分析与案例讨论对大学生村官的政策实施效

果展开研究，绝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小样本的案例研

究和基于质性研究的思辨性分析，基于村级层面数

据的大样本实证检验相对较少。虽然张洪振[1]及宋

全云等[6]曾讨论过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对村集体和

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但其研究指向多关乎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并未涉及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的乡

村治理效应以及对制度设计本身的省思。大学生村

官政策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加上中国是一个典型

的“非均质国家”，地域和制度环境的不同会引致

制度执行效果的差异，而基于小样本案例反映中国

农村实际情况所做出的研究，其结论推广性不足，

再加上研究者对现象解释的偏差，难以对大学生村

官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一致性和可信的研究结论。

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基于

村级大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进而全面评估大学生

村官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和继续实施的可能性。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7 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

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大学生村官政策对中国乡村治

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中央和地方政府如

何保障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

期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推进与完善提供经验证据。 

一、大学生村官：多维度嵌入与身份边

缘化 

嵌入式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者分析经济

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理论。“嵌入性”是指人的活动

或行为“嵌入”在经济社会网络之中，并受到经济

社会关系的影响，进而影响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行

为的现象。在后农业税时代，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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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城乡关系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城乡一

体化和城乡融合，城乡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乡村社

会与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工业化、城镇化

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传统村干部年龄结

构失衡，学历层次与能力较低，导致村两委班子功

能弱化、乡村建设与治理失序。城乡发展场景的转

换呼唤新型治理主体内生于或嵌入乡村治理结构

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国家积极实施大

学生村官政策，期望通过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来改

善村两委班子涣散、乡村治理群众基础薄弱与乡村

经济发展落后等问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

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信息与资源联动，进而实现

乡村治理的主体重构和制度转型。然而，在大学生

村官政策实施过程中，大学生村官作为政府主动嵌

入的“他乡人”可能面临着政府意图与乡土情理的

严重冲突，而更多地“悬浮”于村庄之上，难以真

正融入和扎根乡村，进而沦为乡村治理的“边缘人”，

使得“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改变存疑。 

首先，从政治嵌入看，大学生村官所处的政治

环境、体制和权力结构会对大学生村官的行动带来

影响。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主动嵌入的新型代理人、

上层结构政治意志的践行者、科层组织以外的帮助

者，其使命是为了缓解乡村治理“主体缺位”和重

构乡村治理主体与制度。随着乡村治理主体逐渐行

政化，尤其是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上级政府日趋要求乡村治理标准化、模式化，大学

生村官的教育文化水准、基础信息技术与国家战略

及项目下沉到基层的需求相吻合，因此大学生村官

能使上级政府更加了解基层的实际需求，并据此针

对乡村发展的特点和村民需求制定针对性政策，这

显然能够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然而，乡村治理的

标准化、模式化虽然为大学生村官融入乡村提供了

契机，促进了其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的互动和结合，

其也可能具有双刃剑效应，随着国家资源的下乡，

国家对乡村精准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会出

现基层精准治理的悖论[7]，即标准化、指标化与因

地制宜之间的冲突。不得不承认，当前乡村治理中

“一刀切”的形式主义屡见不鲜，应付检查、填报

表格等造成了村干部时间与精力的极大消耗，任务

重担自然也波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

委会主任助理”等职务的大学生身上。权力赋予和

政策设计的失调带来的是大学生村官施展空间的

局限，大学生村官变成了“秘书人员”，只能成为

村务工作的辅助者，甚至只能从事文字整理、会议

记录等工作，难以与国家涉农资源进行互动衔接，

从而难以发挥促进乡村治理的功能。 

其次，从社会嵌入看，大学生村官被嵌入组织

或与他人互动而产生的乡村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

中的利益互惠、价值情感的交流及被认同感等因素

对形塑大学生村官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农村社

会，“关系”在“公道”之前、村委会成员老龄化

甚至有恶人、赖人治村的前提下，大学生村官的介

入不仅能改善无能人治村的情况，引导乡村治理从

以乡风民俗治村向法治、德治治村演化，还能打破

乡村经济和社会精英逐渐形成的固化利益分配结

构，避免乡村陷入寡头政治和公共性消解困境。此

外，大学生村官还能够拓展乡村自治空间，动员村

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动乡村多元主体共治共

享格局的形成，从而促进乡村善治。不可否认，乡

村社会是基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大学生村官与

乡村精英和谐共处甚至无缝链接是大学生村官融

入乡村社会的关键裉节。然而，自 1998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

正式实行以来，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

逐渐形成，“嵌入式”干部与村民自治理念本身存

在冲突，而且，大学生村官作为游离态身份的精英，

既无政治力量，也无组织资源，不仅需要与乡村精

英进行博弈，与村民的互动也可能被排斥[8]，而《村

组法》对村庄选举的规定也使得大学生村官留任失

据，这些都可能导致大学生村官无法在促进乡村善

治中发挥作用。 

再次，从经济嵌入看，农户、村集体以及大学

生村官的经济决策及行为嵌入农村的经济社会结

构和规则关系，并受其制约和调节，乡村行动者与

其所处的经济情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对于

内生性主体，大学生村官有相对独到的眼界和知识

储备，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更强，无论是掌握

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还是领会、贯彻上级政府的农

业农村发展政策，都具有天然优势，在带动乡村产

业发展、拓展销售渠道上也能更有所作为。在乡村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村官更能够站在“六次

产业”的高度，引导乡村打造立体式的生态高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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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全产业链发展[9]。在当前集

体经济薄弱掣肘乡村治理的背景下，大学生村官人

力资本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对壮大农村新

型集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加强基层党组织

领导和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提供支撑，从而提高乡村

治理能力。但不可否认，乡村产业发展受到资源禀

赋、村庄利益格局以及村民素质等多重因素影响，

“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村官能否获得村庄内生势力

支持，将农村有限的资源要素进行整合利用，都需

进一步讨论。在现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以

及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背景下，被国家寄予厚望的

大学生村官群体，多数除了一腔热血并无自有资源，

无论是创业或是扶持创业，其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促进

效应都受制于经营大户、村委会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与

配合，能否发挥出其人力资本都存有疑问[10]，其对乡

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效应也需要拷问。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检视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对中国乡

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7 年中

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简称 CRHPS）。虽然

CRHPS 目前可以公开使用的最新数据是 2019 年的

数据，但由于 2019 年 CRHPS 数据中部分变量尤其

是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有大学生村官”不可获得，

因而，本文使用的是 2017 年的数据。该数据库涵盖

了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比较完整的信息，涉及农民收

入、村集体收入、村公共服务支出、大学生村官数

量以及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等变量，调查样

本涵盖了除新疆、西藏等以外的全国 29 个省（区、

市），在村级、省级、全国层面都具有代表性。数

据共涉及 1417 个社区，其中，城市社区 701 个，农

村社区 716 个。考虑到本文仅讨论大学生村官政策

实施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剔除城市社区样本，

仅保留农村社区样本，再剔除存在严重缺失值的农

村社区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589 个。 

（二）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服务供给与民主管理。服务供给

是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对村民服务需求的及时

把握和提供能力。贺雪峰和田舒彦[7]与印子[11]等认

为，在现阶段，经济绩效并不是村庄发展的重点，

村级组织更多呈现服务型而不是发展型特征，维持

和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其主要任务，而农村

公共服务作为民生产品，其供给更是政府、村两委

获取村民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民主管理是村民在

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权力

结构及其运作的意识和行为。自 1998 年《村组法》

正式实行以来，民主管理就成为了实现基层政治民

主的基本制度安排，为村民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

管理提供场域与机会，更为基层权力机制的统合提

供了更多可能。以民主促民生，以民生助民主，民

主与民生共同构成了乡村自发性共同体维系的关

键。从参与主体看，民主管理为村民约束及监督村

两委权力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通路，而

服务供给则是村两委作为村庄事务管理及建设主

体，在国家与农民关系呈松弛状态情况下，实现国

家资源精准投放的同时又满足村民诉求的必然回

应[12]。从过程与结果看，村民表达对服务供给的需

求可以通过民主管理来实现。在国家资源完成由

“汲取”向“输入”转型的背景下，村两委可以通

过激活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了解并回应村民诉求，使

村民成为国家资源下乡、使用及管理的关键主体[13]。

因此，服务供给和民主管理建构了乡村治理的基本

内容和主体架构，能够反映出村庄事务管理的有效

性和村民民意表达的便利性。在服务供给上，村公

共服务支出是作为俱乐部产品的村级公共品供给

的客观体现，借鉴徐琰超[14]及李琦和倪志良[15]的研

究，选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服务供给水平。

数据来源于问卷中村民对“2016 年村公共服务支出

开销多少元”①的回答。在民主管理上，民主自治决

定了乡村治理中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参

考汪险生和李宁[16]的研究，以村民投票率和村民

（代表）大会召开次数考察村民民主管理参与程度。

数据来源于问卷中村民对“最近一次选举中，本社

区村民投票率”“2016 年社区村民（代表）大会召

开次数”的回答。 

核心解释变量：该村是否有大学生村官。对于

村级层面而言，大学生村官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制定、

省市政府推行、基层政府实施，最后由村具体执行

的政策。村庄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虽然有向上级政府

反馈的权利，但对于上级政府是否对它派遣大学生

村官以及派遣几名大学生村官，它只能争取，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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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7]。简而言之，上级政府是否向它派遣大学生

村官并不在村庄可控范围以内，因此，可将“该村

是否有大学生村官”视作外生变量，本文也对该变

量的外生性进行了检验。 

控制变量：为研究大学生村官对村庄服务供给

和民主管理的影响，借鉴张洪振[1]、宋全云[6]等的研

究，控制了影响乡村治理的其他因素，主要分为四

个方面，即（1）村庄自然地理特征，包括：村庄占

地面积、村庄道路数和村委会距离乡镇政府的距离。

其中，占地面积较大的村庄，社会关联往往较弱，

民主选举、征求村民意见等民主治理实施成本也较

高。而村庄道路数是村庄与外界要素交换必要条件，

能够推进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要素双向流动，对于发

展村庄产业、改善村庄治理有着重要意义。村委会

距离乡镇政府的距离表明村庄获取上级政府支持

的便利程度，能够有效影响村庄治理的进程。（2）

村庄经济特征，包括：人均村集体资产、人均可支

配收入以及上级政府财政补贴或返还资金数。其中，

人均村集体资产越多的村庄，成员之间的组织、经

济和社会关联更强，身份认同和利益连结也更强，

因而能够推进乡村民主进程，优化村庄治理体系。

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村庄经济条件，与村庄

内部的村民决策息息相关。上级政府财政补贴或返

还资金数反映的是在开展精准扶贫以后政府对村

庄的支持程度，对于改善村庄自有资源不足，提升

政府主导与村干部、村民有效参与的经济治理能力

有着重要的意义。（3）村庄社会特征，包括：村庄

人口数、村庄高中以上文化人数、村庄外出劳动力

占比以及村庄是否有大姓。其中，村庄人口数量较

多的村庄，内部协调成本越高，村务处理效率较低。

村庄高中以上文化人数反映的是拥有较强社会反

思意识的人数，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对于公共服

务供给和民主管理都有更高的追求。村庄是否有大

姓反映的是村庄宗族势力的大小，考虑到宗族力量

是村庄社会政治参与的隐性力量，为维护个人或宗

族利益，每个姓氏（指大姓）会从宗族的“非正式”

权威出发，密切影响正式制度甚至左右村庄资源的

配置，对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4）

村委会特征，包括：村两委人数和村两委成员高中

以上文化人数。其中，村两委人数或直接影响村庄

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囿于利益冲突和机会主义，

村两委在面对组织目标时，人数的多寡或直接决定

其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进而直接影响其治理效能，

因此将其纳入村庄组织特征的范围。而村两委中接

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成员思维越灵活，越愿意接受

新的管理模式，能推动村庄发展。所有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赋值及单位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村公共服务支出(取对数) / 8.552 4.465 

 村民投票率 / 88.685 14.556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 次 6.896 6.674 

解释变量  是否有大学生村官 是=1；否=0 0.504 0.500 

控制变量 村庄自然地理特征 村庄占地面积 平方公里 6.083 3.418 

村庄道路数 无=0；一条=1；两条=2；三条及三条以上=3 1.958 1.225 

村委会距乡镇政府的距离 公里 7.002 10.187 

村庄经济特征 人均村集体资产(取对数) 万元/人 0.300 1.6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 8.717 0.944 

上级政府财政补贴或返还资金数(取对数) / 5.717 5.689 

村庄社会特征 村庄常住人口数(取对数) 人 7.225 0.945 

村庄高中以上文化人数 人 249.983 328.942 

村庄外出劳动力占比 / 0.274 0.345 

村庄是否有大姓 是=1；否=0 0.790 0.408 

村委会特征 村两委人数 人 6.823 3.547 

村两委成员高中以上文化人数 人 1.094 1.441 

区域变量  所在区域 东部地区＝0；中部地区＝1；西部地区＝2 0.838 0.810 

 

（三）模型设定 

由于因变量“村公共服务支出”“村民投票率”

为连续变量，“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近似

为连续变量，但数据均从零点处删失，属于归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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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检验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

供给和民主管理的影响，并设定方程如下： 

{
𝑌𝑖𝑗
∗ = 𝛼0 + 𝛽𝑡𝑋 + 𝛽𝑞𝑍𝑖 + 𝜀𝑖

𝑌𝑖𝑗 = max(0, 𝑌𝑖𝑗
∗)

         （1） 

（1）式中，𝑌𝑖𝑗
∗为潜变量，当 j=1,2,3 时分别表

示为第 1,2,3 个村庄表示为村公共服务支出额度、

村民投票率以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𝑋表示

村庄是否有大学生村官；𝑍𝑖为控制变量；𝜀𝑖为随机误

差项。 

本文还借鉴中介效应模型[18]，采用逐步回归法

检验大学生村官对中国乡村治理影响的作用机制，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Inter_Var =γ0+γ1X+γ2CV+ε             （2） 

Yi=η0+η1X+η2 Inter_Var+CV+ε          （3） 

（2）式中，Inter_Var 表示中介变量，在（1）

式的基础上，方程（2）的系数 γ1 为自变量 X 对中

介变量 Inter_Var 的效应；方程（3）的系数 η2是在

控制了自变量 X 的影响的情况下，中介变量

Inter_Var 对 Yi 的效应；系数 η1 是在控制了中介变

量 Inter_Var 影响后，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i 的直接

效应。当 γ1、η1和 η2同时显著的时候，则中介效应

显著。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给出了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供给和民主管

理影响的估计结果。回归 1 估计结果表明，大学生

村官能够在 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社区公

共服务支出，即大学生村官能够显著提升村服务供

给水平。而回归（2）（3）估计结果则显示，大学

生村官并不能够显著影响村民投票率和村民（代

表）大会召开次数，即大学生村官不能显著提升村

庄民主管理水平。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供给和民主

管理缘何会呈现差异化影响？究其原因是，就服务

供给而言，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社区性和

准公共性，其供给实质上是村庄共同福利的分配。

村庄公共性是联络治理主体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枢

纽，且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与村民利益切实相关，其

供给往往兼具政策性事务和内生性事务特征。大学

生村官作为嵌入式干部，其身份的构建呈现出国家

代理与乡土依恋的双重表征，这一方面有助于乡村

更多和更精准地获取国家资源，提升公共服务的政

策性供给水平，另一方面有益于推动村级组织、村

民等内生力量通过集体提供、一事一议等方式提升

公共服务的自主性供给水平，进而推动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从原有单一性的行政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型。

就民主管理而言，村民投票率反映的是村干部与村

民之间基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双向互动。村民投票行

为可分为有意识投票和无意识投票，有意识投票者

会因宗族及情感连结将其诉求体现在投票行为中，

而无意识投票者即使认为投票行为与己无关，但其

投票动机背后依然存在对于候选人确定性的认知和

选择[19]。换言之，投票率与社会信任密切相关，大

学生村官作为被“嵌入”的个体，难以融入村庄社

会网络，更难以改变与家族网络相关的政治行为，

因此，就可能无法影响到村民投票率。村民（代表）

大会是村干部响应村民利益诉求的重要通路。村干

部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家庭、村庄及国家“三重

代理”身份，有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20]，其需求激

励来自因履行职务和掌握社会资源而带来的精神

和物质激励，显然，这种激励是排他的，村民（代

表）大会是村干部作为村庄公共权威与村民互动的

重要途径，也是其获得村民支持的重要手段，村民

（代表）大会召开次数事实上是村干部对村庄事务

治理能力的体现。大学生村官作为外源性个体，在

融入乡村公共权力空间时，可能遭遇无法融入乡村

政治网络、与村干部缺乏有效互动等障碍，无法提

升村干部对村民诉求的响应水平。 

国家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抱有较高期待，其

中，改善乡村治理是重要目标。然而，由上可知，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或

者说只是实现了有限目标，突出表现在，大学生村

官政策实施虽然对村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的提升效

应，但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实质性改进农

村的基层民主进程，并没有促进村民的民主参与行

为和村干部对村民诉求的响应行为。而类似于大学

生村官的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都具有嵌入性、短

期性、外源性特征，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可能与大

学生村官具有高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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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村公共服务支出 

(1) 

村民投票率 

(2) 

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3) 

是否有大学生村官 0.887** 
(0.446) 

2.642 
(1.855) 

0.531 
(0.440) 

村庄占地面积 -0.054 

(0.062) 

0.025 

(0.310) 

-0.020 

(0.077) 

村庄道路数 0.042 

(0.196) 

-0.155 

(0.647) 

0.420** 

(0.228) 

村委会距乡镇政府的距离 -0.049* 

(0.026) 
0.003 

(0.112) 
0.006 

(0.021) 

人均村集体资产(取对数) 0.146* 

(0.083) 

0.424* 

(0.242) 

0.298 

(0.316) 

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0.044 

(0.218) 

-0.573 

(1.096) 

-0.011 

(0.206) 

上级政府财政补贴或返还资金数(取对数) 0.160*** 
(0.040) 

-0.091 
(0.183) 

-0.076 
(0.057) 

村庄常住人口数(取对数) 0.097 

(0.285) 

-2.372** 

(1.047) 

-0.111 

(0.440) 

村庄高中以上文化人数 0.001 

(0.001) 

0.005** 

(0.002) 

-0.001*** 

(0.000) 

村庄外出劳动力占比 1.278*** 
(0.504) 

-6.614* 

(3.720) 
3.217* 

(1.914) 

村庄是否有大姓 0.470 

(0.575) 

-1.421 

(2.354) 

-0.086 

(0.747) 

村庄外出劳动力占比 1.278*** 

(0.504) 

-6.614* 

(3.720) 

3.217* 

(1.914) 

村两委人数 -0.041 
(0.065) 

-0.417 
(0.446) 

-0.172** 
(0.072) 

村两委成员高中以上文化人数 0.138 

(0.174) 

1.321*** 

(0.509) 

0.239 

(0.282) 

区域 -0.150 

(0.304) 

-0.275 

(1.116) 

0.184 

(0.496) 

观测值 589 588 589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且由于不同被解释变量的缺失值不同，因此最后

进入回归的样本量也存在差异。 
 

从控制变量看，村两委与乡镇政府的距离对服

务供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村

委会虽然占有一定的资源，却不足以满足其需求，上

级政府的项目下沉和资金拨付有助于村庄提升公共

服务供给[21]，这表明，村庄距离乡镇政府越远，服务

供给水平越差。上级政府财政补贴或返还资金数对

服务供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上级政府财政补贴或

返还资金数反映了村庄与上级政府的政策关联程度，

在现阶段，村庄公共品供给更多依靠政府普惠性或

竞争性项目，村庄与上级政府关联度越高，越容易获

得上级政府的转移性支付和政策资源，从而提高村

服务供给水平。此外，人均村集体资产显著正向影响

村庄投票率，这是因为，农民占有人均村集体资产越

多，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所有者身份和主人翁意

识更强，对于村集体资产配置以及收益分配就会越

关心，进而会有意识地推动村庄集体产权制度优化，

而在实践中村民代表大会是村民表达诉求、参与村

庄行动的重要舞台和民主参与的重要载体[22]，因此，

人均占有集体资产越多，越会促进村民的民主参与

行为。村庄外出劳动力占比对村服务供给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在村农户，外出务

工者的收入更高，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推动农户积极

参与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因此外出务工能增强村

民的认知，扩宽村民的视野，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

村民认知能力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点，因此，村庄

外出劳动力占比越高，越能积极参与到村庄的公共

物品提供中。村庄外出劳动力占比对村服务供给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劳动力外出务工会提升

村民家庭收入，根据瓦格纳法则，随着收入的增加，

村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也会相应提高，且村民进城务

工，多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无法享受当地的公共服

务，且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够直接有效影响村民

的外出便利程度，推动村庄增加服务供给。村两委人

数对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这是因为，村两委人数的增加不仅不会提高集体行

动效率，反而可能带来集体行动困境，抑制内生性供

给的增加，且在当前国家社会关系由“汲取型”转向

“服务型”的前提背景下，受基层治理组织压力体制

和自身利益驱动，乡村治理危机或更多表现为村庄

内生矛盾，人事或权力上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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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村委会人数的增加或带来冲突的上升，进而阻

碍村民的民主参与行为[23]。 

（二）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讨论 

本文认为，大学生村官与村庄治理情况之间的

反向因果关系或许并不严重。从逻辑上看，大学生

村官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选派，岗位性质为“村级组

织特设岗位”，其工作、生活补助由中央和地方政

府承担，村庄很难与中央或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因

此，完全可以将“是否有大学生村官”视为外生变

量。为验证上述判断，受限于数据中难以找到合适

的工具变量，借鉴钱龙等[24]的做法，以“是否有大

学生村官”为因变量，以服务供给与民主管理作为

关键解释变量，构建影响“是否有大学生村官”的

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供给和民主管理均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3），这说明，原回归方

程没有因反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村公共服务 

支出 

村民 

投票率 

村民(代表)大会 

召开次数 

是否有大学生村官 
0.035 

(0.022) 
0.006 

(0.004) 
0.007 

(0.01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589 588 589 

Pseudo R2 0.051 0.048 0.047 

 

2．倾向得分匹配 

实践中，上级政府可能会根据村庄资源禀赋、

与上级政府关联程度决定是否向村庄派遣大学生

村官，因此，上级政府是否向村庄派遣大学生村官

可能并非满足抽样的随机性，由此产生样本选择性

偏差。为保证实证结果稳健性，在考虑样本选择性

偏差情况下，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

健性检验，并给出了近邻匹配和核匹配检验结果

（表 4）。由表 4 可知，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供给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民主管理影响并不显著，  

表 4 大学生村官影响村庄治理效能的模型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匹配状态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T 值 

村公共服务支出 邻匹配 匹配前 9.039 8.104 0.935*** 0.366 2.56 

匹配后 9.039 8.156 0.883*** 0.366 2.42 

核匹配 匹配前 9.039 8.104 0.935*** 0.036 2.56 

匹配后 9.039 8.146 0.893*** 0.366 2.44 

村民投票率 邻匹配 匹配前 89.601 87.736 1.866 1.202 1.55 

匹配后 89.601 87.727 1.874 1.205 1.55 

核匹配 匹配前 89.601 87.736 1.865 1.202 1.55 

匹配后 89.601 87.718 1.882 1.203 1.57 

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邻匹配 匹配前 7.031 6.774 0.257 0.552 0.47 

匹配后 7.031 6.785 0.246 0.554 0.44 

核匹配 匹配前 7.031 6.774 0.257 0.552 0.47 

匹配后 7.031 6.767 0.263 0.552 0.48 

 

这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一致，但对比匹配前的处理

效应，可以发现，是否有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供给

的边际效应由 0.935 分别下降到 0.883 和 0.893，并

在 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不考虑样本自选择的

情况下，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对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

供给的影响效应有所高估。 

3．逆向概率加权（IPW）与逆向概率加权调整

法（IPWRA） 

值得注意的是，PSM 方法有一定局限性。若第

一阶段模型存在误设，抑或是可观测变量选择不当、

过少，容易引起估计偏差。在 PSM 回归基础上，参

考 Ma 等[25]的研究，利用逆向加权法加以修正。IPW

与 PSM 基本原理相似，不同的是，IPW 并不直接

使用倾向得分进行估计，而是对倾向得分较低的个

体赋予更高权重，倾向得分较高的个体赋予更低权

重，从而使处理组和控制组协变量分布更接近，这

样所得到的 ATT 更具稳健性。一些学者还对 IPW

进行了优化，其中，IPWRA 是较为典型的数据处理

方法[25]。IPWRA 最大优势在于估计结果具有双重

稳健性，即只要大学生村官派遣情况的决定方程与

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供给和民主管理的结果方程

其中之一是正确的，ATT 估计结果就能保持一致。

IPW 与 IPWRA 模型估计结果（表 5）虽与 PSM 的

ATT 结果有一定差异，但在显著性及方向上仍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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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也证实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IPW 和 IPWRA的估计结果 

 
IPW IPWRA 

ATT 标准差 T 值 ATT 标准差 T 值 

村公共服务支出 0.675* 0.390 1.73 0.652* 0.388 1.68 

村民投票率 2.029 1.549 1.31 2.013 1.454 1.38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 0.431 0.545 0.79 0.431 0.555 0.78 

 

（三）异质性分析 

1．基于村庄姓氏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表 6 第（3）（4）和（5）列为按照不同姓氏结

构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大学生村官能

够在 10%水平上显著增加有 1~2个大姓村庄公共服

务支出，而对无大姓村庄和 3 个及以上大姓村庄公

共服务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以姓氏为

纽带的宗族势力仍是乡村社会政治的隐性力量，由

于乡村基层财力紧张，上级政府专项资金和项目资

金虽然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来源，但如何激活村

庄内生力量尤其是人口较多的宗族参与到公共服

务供给中仍是可供选择的方向。相对单一的姓氏结

构会使村庄呈现出宗族团结型社会结构特征，村民

凝聚力较强，这有利于大学生村官通过政策宣传、

社会动员等促进村民集体行动，将村民个体行为嵌

入村庄社会网络中，进而提高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而无大姓村庄和相对较多大姓村庄社会联结较

为松散，甚至可能出现宗族之间的派系斗争，不利

于大学生村官有效协调村民个体和宗族集体，从而

无法提高村服务供给水平[26]。 

2．基于东中西部分组的异质性分析 

表 6 第（6）（7）和（8）列为按照东中西部区

位因素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由结果可知，大学生

村官能够在 10%水平上显著增加东部地区村庄公

共服务支出，而对中部、西部地区村庄公共服务支

出无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东部地区属

于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其消费理

念和权利意识均处于较前沿水平[27]，在经济基础较

好的村庄，大学生村官开展工作资源更为充足，积

极性和主动性更强，大学生村官可以通过整合经济

资源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另一方面，东部地区

具有更强财政资源优势，能够将村庄发展纳入政府

行政体制中[28]，这有利于大学生村官充分发挥与政

府的组织关联优势，获取更多财政资源，从而提高

村服务供给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囿于相对有限的政

府财政资源以及较低的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水平，大

学生村官利用政府联结、社会动员等提升村服务供

给水平就成了“无米之炊”。 

3．基于是否有特色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表 6 第（1）（2）列为按照是否有特色产业进

行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由结果可知，大学生村官

能够在 5%水平上显著增加有特色产业村庄公共服

务支出，而对无特色产业村庄公共服务支出没有显

著影响。这表明，大学生村官对有特色产业村庄和

无特色产业村庄公共服务支出影响存在差异化效

应。可能原因是，相较于无特色产业村庄，在有特

色产业村庄，一方面，大学生村官能够整合村庄自

身特有的产业资源，规划和发展新型产业项目，带

动村集体和农民增收，进而通过村集体投资、一事

一议等方式增加村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大学生村

官作为上级政府派驻村庄的外源性力量，有利于推

动有特色产业村庄与国家政策资源深度融合，而上

级政府出于打造亮点村的考量，也会将更多资源投

向有特色产业村庄，这更加有利于大学生村官向上

级政府争取资源输入和政策支持，从而提高村庄服

务供给水平。 

表 6 异质性分析 

分组变量 有特色产业村庄 无特色产业村庄 无大姓 有 1~2 个大姓 有 3 个及以上大姓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7) (8) 

是否有大学生村官 
1.436** 

(0.612) 
0.156 

(0.649) 
0.841 

(0.937) 
0.973* 

(0.575) 
1.038 

(0.959) 
1.134* 

(0.611) 
0.704 

(0.717) 
0.077 

(1.363) 

观测数量 281 308 124 312 153 244 190 15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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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机制分析 

（一）大学生村官影响村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 

1．政治联结机制 

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以项目制为主要方式向基

层投入惠农资金，极大提升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

而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选聘、公共财政负担的专项

事业岗位，其岗位设置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其政策

设定释放了政府期待改善基层治理、加强基层组织、

完善乡村人才干部培养链的信号[29]，传递出上级政

府重视村庄治理的政治理念，因而大学生村官在争

取上级政府项目支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此外，随

着越来越多的项目资源投入，国家对精准治理提出

了更高要求，大学生村官处理行政化事务的能力能

够在国家和村庄之间实现“资源投放——行政反馈”

的良性闭环，进而使村庄获取更多有利于提高村服

务供给水平的政策资源和项目。 

2．社会动员机制 

大学生村官作为独立于村干部及精英团体的

第三方力量，可以减少村庄在服务供给中的干群偏

好差异，且出于社会嵌入的需要，大学生村官往往

能够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并满足其公共服务需求，

这有利于解决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公共投资信息不

对称问题。此外，大学生村官能够通过政策宣传、

公开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等提高村民的服务

供给参与程度，即通过提升村民对公共服务供给筹

资、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等流程了解程度，提升村

民政策认可度，进而使更多村民参与到村服务供给

中[30]。 

3．村集体增收机制 

在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

失带来的是农业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所需要的高

素质劳动力缺失。大学生村官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

农业产业发展的人才缺口，并通过引进新型生产技

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途

径推动村集体增收，这也有利于大学生村官在村庄

事务中争取话语权和治理权。较高的村集体收入是

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资金来源，而大学生村官

的个体反思意识可能也会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增

加而增强[20]，进而推动村庄整合乡村资源，提升村

庄服务供给水平。 

（二）大学生村官影响村庄服务供给的机制检验 

为验证上述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借鉴张洪振等[1]

和宋全云[6]的研究，采用 CRHPS 社区问卷中 “承

接上级政府项目数”“本社区本年度参加志愿活动

人数”以及 “社区集体收入有多少元”来分别作为

政府联结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和村集体增收机制的

代理变量。将上述三个中介变量代入（2）和（3）

式回归，进而检验并揭示大学生村官影响村庄服务

供给的作用机制，回归结果见表 7。 

由表 7 可知，大学生村官能够通过政治联结机

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显著影响村庄服务供给。具体而

言，表 7 列（1）回归结果显示，大学生村官显著增

加了村庄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列（2）回归结果显

示，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对村公共服务支出影响正

向显著，在控制了该中介变量影响后，大学生村官

对村服务供给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由此政治联结

机制的部分中介效应得以验证。这表明，大学生村

官作为上级政府主动嵌入的新型代理人，虽然自身

资源较为有限，但其与上级政府的政治联结确实能

够对其进行政策与项目赋能，进而提升村服务供给

水平。表 7 列（3）回归结果显示，大学生村官显著

增加了社区志愿活动参与人数，列（4）回归结果显

示，社区参加志愿活动人数对村公共服务支出影响

正向显著，在控制了该中介变量影响后，大学生村

官对村服务供给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由此社会动

员机制的部分中介效应也得以验证。这表明，大学

生村官作为村庄非正式力量，确实能够通过减弱干

群偏好差异、提高村民参与供给程度，进而提升村

庄服务供给水平[30]。 

然而，表 7 列（5）回归结果显示，大学生村官

对村集体增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村集体增收

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大学生

村官往往服务期限较短，一般是 2～3 年，而村集体

经济提升是一个长期进程，短短两三年的服务期及

大学生村官实践经历的缺乏使大学生村官难以在

任期内提高村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设

计虽然希望大学生村官扎根和改造乡村，但实践中

却大量出现大学生村官名为“村官”，实为“乡官”

“县官”的情况，大学生村官被上级政府借调而无

法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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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政治联结、社会动员和村集体增收对村庄服务供给的中介机制检验 

主要变量 
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 

(1) 

村公共服务支出 

(2) 

社区参加志愿活动人数 

(3) 

村公共服务支出 

(4) 

村集体收入 

(5) 

村公共服务支出 

(6) 

是否有大学生村官 
40.024** 

(23.321) 
0.829* 

(0.493) 
46.207* 

(24.728) 
0.818** 

(0.239) 
0.372 

(0.584) 
0.785 

(0.499 

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  
0.001* 

(0.000) 
    

社区参加志愿活动人数    
0.001** 

(0.000) 
  

村集体收入      
0.172*** 

(0.03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589 589 589 589 589 589 

Pseudo R2 0.008 0.016 0.005 0.016 0.103 0.019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已近 15 年，其政策实施效

果需要被检视和讨论。基于 CRHPS2017 的数据，本

文分析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

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对

中国乡村治理发挥了一定程度促进效应，影响了中

国乡村治理的进程，但其影响具有局限性，具体表现

为，大学生村官只能够显著增加村服务供给水平，但

却无法推进基层民主进程。大学生村官对乡村治理

的影响深受乡村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等的影响，在有

特色产业村庄、姓氏结构较为单一村庄和东部地区

村庄，大学生村官对村服务供给所发挥的促进效应

更为明显。此外，大学生村官能够通过政治联结机制、

社会动员机制增加村服务供给，但囿于服务期限较

短、实践经历缺乏等原因，大学生村官还不能通过村

集体增收机制增加村服务供给。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总结政策启示如下：第一，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符合国情农情，但在现实中，

由于大学生村官实践能力不足、被赋能有限等容易

导致其身份边缘化，进而导致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

意图与实践效果割裂分离。上级政府应在明确其职

能职责的基础上，构建有效激励机制，强化考核引

导，畅通职业通道，例如建立村干部帮带、县直局

委帮扶和联系的“三帮一服”制度，使其“求助有

门”。同时，促进大学生村官制度与村民自治体制

的融合，积极实施“荣誉村民”制度，有限度放开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准入，实现大学生村官选

举身份合规化。第二，帮助大学生村官扎根农村基

层，引导大学生村官融入乡村社会和政治网络，鼓

励其与村民、乡村政治和经济精英深度合作，加快

制定和完善大学生村官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农村基

层民主化进程。第三，应在充分了解村庄实际、充

分尊重村庄特征的基础上向其选派大学生村官，应

尽量向有特色产业村庄和姓氏结构较为单一村庄

选派大学生村官，应在东部地区村庄更多选派大学

生村官，以更好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乡村治理效应。

第四，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赋能赋权，可以考虑向大

学生村官配置专项资金和产业发展项目，鼓励有关

部门与大学生村官结成产业发展对子，重点支持大

学生村官参与创业致富项目，实现大学生村官人力

资本与政策资源有效结合，并以“人力资本—政策

资源”为依托，满足乡村治理和发展对人力资源的

迫切需求。第五，应重视大学生村官自身特征与村

庄特征相结合，尽量选派社会实践较为丰富、组织

动员能力较强、所学专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的大学生村官，优先选派在大学期间入党或担任学

生干部的大学生村官，同时，建立乡镇党委和村党

支部书记帮带责任制，并对绩效考核优异的大学生

村官所在的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给予表彰。第六，

加强对大学生村官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培训，

帮助其理清村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资

产经营性、为农服务型等村集体经济，对支持大学

生村官工作的经营大户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推动

经营大户与大学生村官一起合力打造农业特色产

业，培育农村集体经济新兴增长点。 

注释： 

① 村公共事务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等支出，但不包括村干部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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